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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层级结构识别是推进国家公园群建设的基础工作。然而，已有研究较少关注国家公园群层级结构定量识

别。论文结合理论分析与多准则分析方法，提出国家公园群建设层级结构识别的UBAN框架(uniqueness, biodiver-

sity, aesthetic value, naturalness)，并以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内

部单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长江源的相对重要性最高，海西盐湖最低。层级划分方案对比分析显示，采用“四分法”

有助于推进分层管理。据此方案，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一级单体包括长江源等5个，二级单体包括帕米尔等6

个，三级单体包括普达措等4个，四级单体包括贡嘎山等6个，不同层级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中的优先顺序、

建设重点和策略不同。研究强调了国家公园群层级识别的必要性，提出并验证了UBAN框架在国家公园群层级

结构识别中的可行性，有助于推动国家公园群建设管理策略制定和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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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正式设立首批5个国家公园。这

些国家公园单体面积在 0.1 万 km2(武夷山国家公

园)至12.31万km2(三江源国家公园)之间，在中国乃

至世界范围内同类生态地理单元中具有较高的代

表性。随着国家公园建设的推进，一些特殊的生态

地理单元逐渐引起关注。这些生态地理单元面积

较大，形成了相对于周边地区的独特生态系统，如

青藏高原(面积约250万km2)[1]、黄土高原(面积约64

万km2)。这些生态地理单元内部既有相似性，也有

相异性，内部拥有多点分布的相对典型区，有潜力

成为国家公园群建设区域[1-2]。

国家公园群由一系列国家公园单体组成[2]，围

绕生态系统完整性、生物多样性、文化意识与社会

福祉等目标，协调生态保护、游憩教育、社区发展等

多种活动之间的关系，开展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与国家公园单体建设相比，国家公园群建设强调一

系列单体通过整合联动形成以协同运行和差异化

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整体。这种建设模式有利于促

进群内生态廊道联通、管护设施共建共享、监测监

管体系一体化、生态保护与利用经验推广等，从而

提高整体效益。在青藏高原这类特殊生态地理单

元内部，相较于分散的国家公园单体建设模式，国

家公园群建设有利于从整体层面统筹考虑、总体推

进，更符合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律[2]。

然而，国家公园群建设管理策略该如何制定，

尚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其中之一即国家公园群内

部的层级结构划分。自 2017年第二次青藏高原综

合科学考察队提出建设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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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国家公园群的地域功能内涵、功能评价、游

憩管理、人类活动环境胁迫等进行了探索[4-6]，但至

今仍缺乏关于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层级结构的细

化研究。虞虎等[7]探讨了国家公园群层级结构的识

别思路，但并未对层级识别开展量化分析。

国家公园群内部单体之间在资源本底、人类影

响等方面存在差异，需要采取差异化的建设策略。

由于各区域具有不同的气候、地形地貌等环境因

子，生态系统在典型性、珍稀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形

成的美感价值也不同[8]。同时，这些环境因子也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活动的适宜性。越适宜人

类活动的区域，人类干扰度越高，自然性也越低[9]。

在这些区域，生态系统偏离“原始状态”的程度越

高，体现出来的要素及其关系与自然原始的要素及

其关系之间的区别可能就越大[10]，这会影响人类对

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利用效果。

已有相关研究注意到这种差异。例如，韩国国

土面积 10.329 万 km2，其境内分布着 22 个国家公

园，与国家公园群类似。由于资源类型、设施条件

(如道路)等不同，这些国家公园面临不同的旅游环

境压力，迫切需要采取差异化的环境影响管理措

施 [11]。挪威国土面积 38.5万 km2，其境内的野生驯

鹿区分布着多个国家公园，由于访客分布密度存在

差异，这些国家公园的驯鹿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

响，应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12]。了解国家公园群内

部单体之间的差异，有助于更有效地进行生态系统

要素管理。由于差异的存在，国家公园群内部单体

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呈现层级次序。国家公园群在

建设过程中应遵循客观规律，针对不同层次的国家

公园采取针对性策略，以实现国家公园群建设目标

的最优化[13-15]。尤其是对于处在建设初期的国家公

园群，往往面临资源约束下的配置问题，更应该集

中资源，提高建设效率。国家公园之间的重要性差

异往往体现在生态系统的代表性、典型性等方面，

高重要性国家公园在这些方面更突出，对生态保

护、科研教育、游憩利用等国家公园群建设目标有

更大的影响[16]。例如，在高重要性国家公园内建设

生态保护工程，能覆盖更大范围的物种，更有利于

保持生物多样性，提高系统抗干扰风险[17]。高重要

性国家公园往往呈现着最自然、最原始的生态系统

运行规律，通过研究这些规律，能够为其他国家公

园的生态建设提供科学指导 [18]。高重要性国家公

园的生态系统在国家乃至全球层面都具有独特性，

更能够给受访者留下深刻印象，加深对生态的了

解，提高生态文明意识[19]。

由此可见，在国家公园群内，相较于均衡保护

利用内部所有单体，差别化保护利用好不同重要性

的单体能够更有效地提升整体的保护利用水平。

识别出国家公园群内的重要性层级结构，能够为国

家公园群建设提供方向，提高建设效率，更好地发

挥国家公园各项功能。

因此，本文结合理论分析与多准则决策分析

(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MCDA)，提出国家

公园群层级结构的定量识别方法，即 UBAN 框架

(uniqueness, biodiversity, aesthetic value, natural-

ness)，并以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为例进行实证分

析，以期对国家公园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提供

启示。

1 研究方案

1.1 国家公园群层级结构识别框架构建——UBAN

框架

1.1.1 识别维度选择

国家公园群不仅关注生态保护，还注重如何为

人类提供福祉，包括游憩利用、教育科研等[2-3]。国

家公园建设是一系列围绕目标开展的具体活动，如

生态设施建设、科研监测与游憩引导。这些具体活

动的效果，即对目标的贡献程度，受到国家公园本

底条件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具有不同本底条件的

国家公园开展同样的活动，取得的效果不同。具体

来说，这些本底条件主要包括生态系统独特性

(uniqueness)、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美感质量

(aesthetic value)、自然性(naturalness)。本文综合这

4个维度，构建国家公园群层级结构识别的UBAN

框架。维度选择理由如下：

(1) 生态系统独特性(uniqueness)

生态系统独特性是指生态系统在一定区域范

围内的典型性和代表意义，反映了生境类型典型

性、生态过程典型性、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天

然集中度等。生态系统的独特性越高，与其他生态

系统的差异越大。在这类区域建设生态设施，保护

独特生态系统，能丰富更大区域范围内的生态系统

多样性，增加区域抗干扰能力，提高稳定性[17,20]。同

时，对这类区域的研究更有可能取得新的认知，扩

充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了解，优化生态管理 [21]。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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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独特性高的区域开展游憩活动，也更能给访

客带来优质体验，产生更高的生态游憩价值。例

如，Monte Verde地区拥有巴西境内保存最完好的南

洋杉林[22]，该林区是Monte Verde的核心吸引物，拥

有较高的生态系统游憩服务价值[23]；Nakdong Estu-

ary是韩国境内重要的鸟类保护区，不仅拥有 16万

种鸟类，还是重要的天鹅栖息地，生态与游憩价值

较高[24]。因此，具有较高生态系统独特性的单体在

国家公园群建设中应该赋予更高的相对重要性。

为了保护独特的生态系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or World Wildlife Fund，WWF)等组织遴选出

了一批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分类分

级进行保护，如全球 200生态区。这些区域部分分

布在国家公园范围内，为国家公园群层级结构识别

提供了依据。

(2)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不仅指种类多样性，还包括种类数

量的平衡性、种类之间的差异性[25]。生物多样性与

生态系统服务密切相关，是维持生态系统服务的重

要因素[26]。国家公园的生物多样性越高，在国家公

园群建设中应该赋予高的相对重要性。在生物多

样性丰富的区域开展生态保护活动，有助于提高更

大范围区域的多样性和功能富余性，增加整体系统

的可选择性，提高抗风险能力[17]。生物多样性是保

护地等级划分的重要标准，提高生物多样性也是很

多保护地政策和工程的重要目标[8]。同时，生物多

样性对旅游者满意度也有直接影响[27]。生物多样性

高的区域，旅游者更容易产生满意的游憩体验[28]，生

态文明的传播效果也会更好；生物多样性低的区

域，具有较高的生态退化风险，游憩潜力也较低[29]。

生物多样性的核心是物种多样性，包括动物多

样性、植物多样性、旗舰物种丰度等。由 IUCN、

WWF等国际组织确立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植

物多样性中心、地方鸟类保护区等是较权威的生物

多样性评估结果，为国家公园群层级结构识别提供

了重要依据[30]。

(3) 美感质量(aesthetic value)

国家公园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提高人类福祉，满

足人类需求，而审美是人类的重要需求之一[31]。“审

美服务”是国家公园为人类提供的重要生态系统游

憩服务类型，也是人类最易感知到的生态系统服务

类型之一[32-33]。人们对于国家公园美感质量的感知

是驱动生态保护行为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具有审

美服务，很多区域得以被保存[34]。国家公园这一概

念的产生之初也是为了保护具有“自然之美”的区

域[35]。重点保护具有高美感质量的区域，并通过游

憩等让更多人受益，能够加深国民对国家公园建设

和生态保护必要性的认同，对生态文明也有更深的

体会，达到更好生态教育与宣传效果。因此，美感

质量是国家公园群建设层级结构识别的重要依据。

美感质量评价方法主要有 2类：以专家意见为

判断基础或基于非专家(如旅游者)的意见。其中，

专家评价法的优点是能够进行大范围评价，且能在

不同景观类型之间进行比较，在研究中得以广泛应

用[30,36]。具体数据分析常采用PC (pairwise compari-

son)、SBE (scenic beauty estimation) [37]、AVQ (aver-

age visual quality)[29]等，具体方法选择与评估对象的

性质密切相关。

(4) 自然性(naturalness)

自然性是指生态系统不受人类干扰的程度[19]。

在自然性高的区域开展保护活动，能够充分利用生

态自修复能力，用较少的人类资源投入获取较好的

保护效果。在自然性高的区域开展科研活动，能够

更贴近自然规律，获取对生态系统原始动力更直

接、更深刻的认知。通过研究这些自然规律，能够

为其他区域的生态恢复、生态建设提供科学原理，

更好地指导区域生态保护实践。

此外，在自然性高的区域开展游憩活动，能够

提高访客满意度和环境友好度。自然区域有助于人

们恢复注意力，增进健康，产生愉悦放松的心情[38-39]。

已有研究表明，人们喜欢在自然性较高的区域开展

游憩活动。例如，作为反映自然区域旅游者密度的

重要指标，PUD(photo user days)与自然性有很高的

正相关[40-41]；露营点也更多分布在自然性高的区域

中[42]。因此，自然性是国家公园群建设层级结构识

别的重要依据。

自然性的测度有 2种方式：一是着眼于人类活

动的压力，二是测量生态环境的状态[43]。其中，人

类活动压力是生态影响的先行指标，对于生态系统

实际状态数据不足的区域，这类方式是测度自然性

的较好途径。在人类活动压力研究中，Sanderson

等[44]提出的人类足迹指数将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

的相互作用考虑在内，结合人类干扰与生态系统差

异性，提供了多空间尺度的自然性测度方式[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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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相对重要性分析

国家公园群层级结构识别是一个内部相对重

要性排序问题，采用多准则决策分析(MCDA)能够

较好的解决。MCDA是一类结构化的决策分析框

架，用多项准则来度量评价对象的综合优势。近年

来，MCDA法在气候变化适应策略评价、旅游区土

地质量评价等领域得到广泛运用[46-47]，本文用MC-

DA中的ELECTRE III算法进行国家公园群内部各

单体的相对重要性分析(图1)，具体步骤如下：

对于单体 ai (i=1，2，3…n)，存在 4个准则 gj (j=

1，2，3，4)，即生态系统独特性、生物多样性、美感质

量、自然性。每个准则下，单体的准则值为 aij。

(1) 确定阈值。对于单体对( ai ，ak )，定义 3个

阈值：qj 、pj 、vj (表 1)。对于给定准则 gj ，通常满

足 vj ＞ pj ＞ qj ＞0。本文采用阈值设定方法：无差

别阈值=10%×(最大准则值-最小准则值)，严格优于

阈值取“3×无差别阈值”；否决阈值取“3×严格优于

阈值”。

(2) 权重确定。根据樊杰等[3]的研究，国家公园

群整体效益 ( U )是由生态效益 ( Ueco )、社会效益

( Uso )与经济效益( Uur )构成的函数，如式(1)。从各

识别维度来看，生态效益与生态系统独特性、生物

多样性、自然性密切相关，社会与经济效益则更多

受到美感质量与自然性的影响。为了避免效益目

标倾斜，本文采取维度等权重赋值方法，即视4个维

度同等重要。

U = fu(Ueco, Uso, Uur) (1)

(3) 计算和谐性指数与不和谐性指数。和谐性

指数 C( )i, k 用于测度“单体 ai 优于单体 ak ”的程

度。“ Cj( )i, k ”表示“在准则 gj 上支持单体 ai 优于单

体 ak 的程度”，Wj 表示准则 gj 的权重，即 Wj = 1 。

定义有序单体对( ai , ak )的和谐性指数 C( )i, k 为：

C( )i, k =∑
j = 1

r

WjCj(i, k)/∑
j = 1

r

Wj (2)

Cj( )i, k =

■

■

■

|
|
|
|

1 (aij + qj ≥akj)
0 (aij + pj ≤akj)
pj + aij - akj

pj - qj

(其他)
(3)

不和谐性指数 dj( )i, k 表示“拒绝单体 ai 优于

单体 ak ”这一论断的测度。定义有序方案对( ai ,

ak )的不和谐性指数 dj( )i, k 为：

dj( )i, k =

■

■

■

|
|
|
|

0 (aij + pj ≥akj)
1 (aij + vj ≤akj)
akj - aij - pj

vj - pj

(其他)
(4)

(4) 计算赋值级别高于关系。有序单体对

( ai, ak )的赋值级别高于关系 S( )i, k 定义为：

S( )i, k =

■

■

■

||
||

C( )i, k (J ( )i, k =∅)

C( )i, k ∏
j ∈ J (i, k)

1 - dj( )i, k

1 -C( )i, k
(其他)

(5)

式中：J(i, k) 是所有 dj( )i, k ＞C( )i, k 的属性的集

合。如果对于所有准则满足 dj( )i, k ≤C( )i, k ，则

有：J ( )i, k =∅。 S( )i, k 表示对“单体 ai 在总体级

别上高于单体 ak ”这一论断的测度。

(5) 计算净优势值，确定各单体的次序关系。

净优势值的计算公式为：

表1 阈值定义与规则

Tab.1 Defin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resholds

符号

qj

pj

vj

定义

单体在准则 gj 上的无差

异阈值

单体在准则 gj 上的严格

优于阈值

单体在准则 gj 上的否决

阈值

规则

当单体 ai 和单体 ak 在准则 gj 下的准则值之差不大于 qj ，即满足 aij + qj ≥ akj 和 akj + qj ≥aij 时，认为

这2个单体在准则 gj 上是无差异的

当单体 ai 和单体 ak 在准则 gj 下的准则值之差大于 pj ，即满足 aij - akj ＞ pj 时，认为单体 ai 在准则

gj 上严格优于单体 ak ；如果满足 akj + qj ＜ aij ≤ akj + pj ，则认为单体 ai 在准则 gj 上弱优于单体 ak

当单体 ai 的准则值低于单体 ak 的准则值达到或超过 vj ，即 akj ≥ vj + aij 时，不再承认单体 ai 在总体

上级别高于单体 ak

图1 多维准则决策分析步骤

Fig.1 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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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i =∑
k = 1

n

S( )i, k -∑
k = 1

n

S( )k, i (i = 1, 2, …, n) (6)

式中：δi 为“净优势值”。根据各单体的 δi ，得到评

价结果。

1.1.3 结构划分

结合自然断点法与Theil指数进行层级结构划

分，比较不同划分方案的差异。自然断点法是经典

的统计分析工具，用于识别数据分异特征[48]，具体

自然断点数量根据国家公园群内部单体数量与管

理需求决定。Theil指数是基于信息论的熵概念提

出来的，用于测量差异程度，可以分解为组间差异

与组内差异[49]，公式为：

T = T1 + T2 =∑
k = 1

K

yk ln
yk

nk /n
+∑

k = 1

K

yk∑
i ∈ gk

yi

yk

ln
yi yk

1 nk

(7)

式中：T 为国家公园群净优势值差距程度的测度

(Theil指数)，T1 为组间差异，T2 为组内差异，yi 为

单体 i 的净优势值占所有单体净优势值总和的比

重，yk 表示第 k组单体的净优势值之和占所有单体

净优势值总和的比重，gk 表示第 k组单体，nk 为第

k组中的单体数量，n为国家公园单体总数(n=21)，K

为层级数量。为了给国家公园群管理提供更详细

的参考，本文比较 3 种分级方案的差异，即二分法

(K=2)、三分法(K=3)与四分法(K=4)。该划分方式是

根据中国保护地等级管理经验而定。在中国，保护

地层级大多划分为 2~4类。例如，自然保护区划分

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

1.2 案例区概况

根据已有研究，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包括21个

国家公园单体[50-51]，是依托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和

人文景观，由雅鲁藏布大峡谷、那曲色林错、阿里札

达土林、青海三江源、珠穆朗玛峰、羌塘无人区以及

青藏高原边缘地区一系列国家公园所组成的全球

集中度最高、覆盖地域最广、特色鲜明的公园群(图

2)。该区域是全球平均海拔最高的区域，呈现明显

的高原生态特征[52]。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作为衔接人与自然的特

色空间，在维护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和区域生态

资源增值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其发展事关中国优化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重大战略及全球可持续

发展的总体进程[53-56]。因此，在该区域开展国家公

园群建设的层级结构定量识别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3 数据搜集与分析

本文采用UBAN框架，从生态系统独特性、生

物多样性、美感质量、自然性4个方面识别青藏高原

国家公园群层级结构。根据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实

际情况与数据现状，采用的各维度指标与数据如表

2所示。其中，生态系统独特性与生物多样性的评

估思路为：在国家公园单体内，被列为世界或国家

认定的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空间单元数量越多，重

要性越高；美感质量采用PC法进行评估；自然性根

据人类足迹指数计算。具体空间数据如图 3，数据

处理过程如下：

(1) 数据初步处理。表2中数据集①~④的处理

方式为：将原始矢量数据转换为100 m×100 m的栅

格数据，并赋值为1，空值赋为0；等权重叠加后形成

维度值，该维度值反映国家公园单体内具有不同维

度表现的栅格单元的数量规模。例如，若某栅格单

元同时属于全球 200生态区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则其生态系统独特性相较于那些仅属于一种区的

栅格单元更高，即该单元在生态系统独特性维度上

的表现更好。之后，将维度值进行极值标准化收敛

到[0, 1]区间。数据集⑤的处理方式为：将评估结果

通过极值标准化收敛到[0, 1]区间。数据集⑥的处

理方式为：根据“100减人类足迹指数”获取自然性，

获得 21 个国家公园单体自然性分布区间为 [32,

100]。计算单体公园内所有栅格的自然性指数之

和除以单体公园面积，将计算结果进行极值标准化

收敛到[0, 1]区间并以空间数据形式呈现。

(2) 将 4个维度的值作为准则值，形成 4×21评

估矩阵，采用 ELECTRE III 算法进行分析，获得国

家公园单体的相对重要性排序。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D(2016)292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图2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分布情况

Fig.2 Distribution of park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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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识别层级与断点。具体步骤为：自然断点

数量分别取 1、2、3，即国家公园群内部层级数量分

别为2层、3层、4层。之后，进行Theil指数分析，比

较不同层级划分方案的差异。

2 结果与讨论

2.1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内部相对重要性

国家公园单体相对重要性评估结果显示(图4)，

在 21 个国家公园单体中，长江源的相对重要性最

高，其次为珠峰、大熊猫等。长江源的相对重要性

主要在于其生物多样性。长江源区在高寒气候影

响下自西向东由高寒荒漠草原向高寒草原、高寒草

甸过渡，多高原湖泊、沼泽和雪山冰川分布，河流多

辫状水系，多高原台地和宽谷，总体以高寒草甸、高

寒草原、河湖和湿地生态系统为主，具有典型、独特

的高寒草甸—草原—湿地生态景观，构成极其复杂

的生态系统，蕴藏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57]。珠峰的

表2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层级结构识别基础数据

Tab.2 Databases used in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dentificatio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Group

识别维度

生态系统

独特性

生物多样性

美感质量

自然性

数据集

① 全 球 200

生态区

② 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③ 生物多样

性关键区

④ 重点鸟类

与生物多

样性区

⑤ 图片问卷

反馈数据

⑥ 人类足迹

指数

数据集描述

WWF确定的全球200生态区是全球范围内最具代表性的保

护区之一，旨在保护全球尺度上具有典型意义的陆地、淡水

和海洋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

自然保护区是指对代表性的自然生态区域、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

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

由 IUCN、WWF等机构共同确定，是对保持全球生物多样性

有显著作用的区域，拥有独特丰富物种、具有全球保护意义

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是 IUCN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具

该区域划定是国际鸟盟一项全球范围的举措，旨在划定并

记录对世界鸟类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点组成的网络，并致力

于这一网络的保育和可持续管理

评估材料来自Google地球中的 360度全景图与实地采样，

选取去过青藏高原2次以上的30位专家学者进行评估。PC

法评价结果采用问卷形式搜集，采用1~9比例标度法进行设

计，采用Matlab 2016a计算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所对应的特

征向量，即美感质量

反映人类对地球环境的胁迫

数据来源

WWF 官方网站(https://www.worldwildlife.

org/publications/global-200)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

dc.cn/data.aspx?DATAID=272)

IUCN 官 方 网 站 (https://www.iucn.org/re-

sources/conservation- tools/world- database-

of-key-biodiversity-areas)

IUCN 官 方 网 站 (https://www.iucn.org/re-

gions/mediterranean/our- work/biodiversity-

knowledge- and- action/biodiversity- stan-

dards-and-indicators/key-biodiversity-areas)

专家评估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官方网站 (https://

earthdata.nasa.gov/learn/sensing- our- planet/

the-human-footprint)

图3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层级结构识别空间数据

Fig.3 Spatial data used for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dentificatio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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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重要性较高，主要源于极高的独特性和自然

性。珠峰是全球海拔最高的山峰，孕育了极其独特

的生态系统[58]。同时，该地区的海拔、气候等不适

宜人类活动，也使其自然原始状态保存较好[59]。大

熊猫虽然在 4个方面都没有达到群内的最高值，但

由于突出的美感质量和独特性，也使其总体相对重

要性很高。此外，色林错—普若岗日的相对重要性

也较高，主要源于极高的美感质量[60]。

相对重要性最低的单体为海西盐湖。这可能

与海西盐湖的钾盐生产活动有关。海西盐湖是目

前中国最大的钾盐生产基地，历经了较长的开发过

程，给盐湖生态造成了较大影响[61-62]，这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海西盐湖形成了相对较低的生态系统

独特性、生物多样性、自然性和美感质量。此外，扎

日神山的相对重要性也较低。生物多样性最低的

单体还包括水上雅丹，这与水上雅丹是地质遗迹有

密切关系。自然性最低的还有普达措，该单体的人

类足迹指数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中相对较高。

2.2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层级结构

2.2.1 层级识别结果

层级划分结果显示(图 5)，在“四分法”方案中，

国家公园群层级呈现“葫芦形”结构。净优势值最

高的层级包括5个：长江源、珠峰、大熊猫、色林错—

普若岗日与黄河源。与其他层级划分方式相比，

“四分法”划分结果中的组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

献率最大，此时，4 个层级之间的总体差异为

10.22%，组间差异的贡献率为 64%。同时，在该分

类方案中，组内差异最小(3.67%)。

在“三分法”方案中，国家公园群层级呈现“哑

铃型”结构。净优势值最高层级中的国家公园单体

数量最多，包括净优势值高于 1.3494的祁连山、神

山圣湖等10个。此时，各层级之间的总体差异是最

大的，为 13.3%，然而，其中 50%以上来自组内差

异。这说明，采用“三分法”时，层级间的差异主要

是组内差异造成的，层级内部的异质性较大。

在“二分法”方案中，国家公园群层级呈现“梯

形”结构，净优势值最高层级的规模(11个)略多于最

低层级的规模(10个)。此时，层级总体差异最小，且

主要来自层级内部差异(占98%)。

综上，如果不考虑总体差异，仅为了实现层级

间差异最大化、层级内差异最小化，应该采用“四分

法”；但如果不考虑层级间差异最大化，仅考虑总体

图5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不同层级划分方案的比较

Fig.5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dentification schemes for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Group

图4 青藏高原21个国家公园单体相对重要性评估结果

Fig.4 Relativ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 park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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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最大化，应该采用“三分法”。

2.2.2 各层级发展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内可

划分为若干层级。采用“四分法”时，层级间的差异

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最高，层内差异最小。这说

明，如果需要采取针对层级之间差异的建设管理方

式，采用“四分法”是更合适的。此时，国家公园群

内部存在相对重要性从高到低的4个层级(表3)。

一级单体包括5个：长江源、珠峰、大熊猫、色林

错—普若岗日、黄河源。该层级具有很高的生态系

统独特性、生物多样性、美感质量与自然性，在青藏

高原国家公园群中本底条件最好。该层次应优先

进行建设，做好国家公园建设影响评估，在核心控

制区与一般控制区的基础上制定更加详细的空间

战略，统筹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以生态保护为核

心原则，发挥生态资源优势，促进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

二级单体包括 6个：帕米尔、雅鲁藏布大峡谷、

神山圣湖、祁连山、澜沧江源、昆仑山—可可西里。

该层级具有较高的生态系统独特性、生物多样性、

美感质量与自然性，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中本底

条件较好。近期应开展国家公园建设相关调查评

估，明确建设定位、目标与各单体特色方向，补齐短

板，与一级单体共同发挥好生态安全屏障功能。

三级单体包括4个：普达措、稻城亚丁、若尔盖、

札达土林。该层级具有中等的生态系统独特性与

生物多样性，是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的特色拓

展对象。该类单体在美感质量方面比较突出。这

些单体在过去发展中已形成了较高的生态旅游知

名度，例如普达措 [66]、稻城亚丁 [67]与若尔盖 [68]。同

时，该类单体自然性相对较低，部分原因可能是生

态旅游活动[69-70]。因此，该类单体应加强生态系统

完整性与原真性保护，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充分发

挥美感质量的优势，在保护的前提下发展生态旅

游，严格控制生态旅游的环境影响。

四级单体包括6个：水上雅丹、贡嘎山、西天山、

独龙江—三江并流、扎日神山、海西盐湖。该层级

具有较低的生态系统独特性、生物多样性、美感质

量与自然性，是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中需要重

点提升的层次。由于这些单体的本底相对不具备

优势，在国家公园群建设中需要加强生态系统保护

与价值提升，探索合理的保护方式与利用模式，共

同实现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目标。

3 结论与讨论

国家公园建设是中国生态文明工程的新实践，

不仅需要吸收国外国家公园建设经验，更应充分考

虑中国国情[71]。与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国土面积广

大，拥有很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巨型地理单元[72]，如

青藏高原、黄土高原，这些地理单元内部往往分布

着很多重要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之间彼此联

结，具有相似性，且与外部存在较大的差异，往往需

要集中考虑、协同管理，以实现生态保护和人类发

展协同目标。因此，国家公园群建设模式在这些地

理单元上具有适用性[2-3]。

根据不同的生态系统特征，开展不同类型的建

设活动，是人类在近百年生态保护利用探索中形成

的有效方式 [73]。国家公园群是一个独特的管理单

元，包含多个国家公园单体，有必要识别内部的层

级结构，以便制定建设管理策略、提升整体保护利

用效率。针对国家公园群建设过程中对层级结构

识别的需求，本文结合理论分析与多准则方法，提

出UBAN框架，并以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为例，分

析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的层级结构。

UBAN 框架强调根据国家公园单体之间的相

对重要性来识别层级结构，构建生态系统独特性、

生物多样性、美感质量与自然性4个维度，采用多维

决策方法集成维度值，结合自然断点与 Theil 指数

进行层级划分，为国家公园群层级结构定量识别提

供了一套系统方法。通过UBAN框架，决策者可以

结构化地了解各单体的现状以及各单体在国家公

表3 不同层级的指标均值

Tab.3 Average index values of various hierarchies

层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生态系统独特性

0.651

0.328

0.065

0.040

生物多样性

0.473

0.438

0.132

0.090

美感质量

0.754

0.536

0.624

0.264

自然性

0.556

0.490

0.030

0.040

相对重要性

12.322

4.299

-6.137

-1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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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群内的相对重要性，以便采取针对性的建设管理

措施。

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开展的UBAN框架应

用研究表明，该框架能较好地识别出青藏高原国家

公园群内部层级，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

有助于提高国家公园群建设决策的科学性。在青

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内部，长江源区的相对重要性最

高，海西盐湖的相对重要性最低。各单体之间在生

态系统独特性、生物多样性、自然性与审美质量上

都体现出差异，最大的差异产生于自然性。根据国

家公园群内部差异，当划分为4个层级时，层级内部

的同质性最高、层级之间的差异较大。因此，本文

采用四分法方案，针对各层级提出了相应的建设管

理建议。

本文主要存在 3个局限，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

完善。一是没有体现社会经济背景。社会经济是

人地关系的重要内容，其具有无形性、主观性等特

征，其评估具有一定的挑战性[74]，但也会影响国家

公园群建设，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探讨社会经济背景

在国家公园群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二是没有对比

分析维度赋权方式。本文采取维度等权重法，尽管

能够反映在视所有维度同等重要时的层级分异，但

维度权重差异仍然需进一步探索。未来研究可以

对比分析多种赋权方式下层级结构变动的敏感性，

结合国家公园群建设目标选择合理的赋权方法。

最后，中国正在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在此背景下，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单体

数量及其空间范围未来有可能发生变化。未来研

究可以根据本文提出的结构识别方法对青藏高原

国家公园群层级进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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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ical structure identification of national park groups:
Taking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Group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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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dentification is importa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 groups.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method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national park groups. This study proposed the UBAN framework (Uniqueness, Biodiversity, Aesthetic value,

Naturalnes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park hierarchy in national park groups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multi-criteria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ed the framework to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Group for

testing its feasibility and valid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BAN framework is feasible and easy to

operationalize in identifying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national park group. Among the 21 national parks, the

Source of the Yangtze River has the highest relative importance, followed by Mount Everest and Giant Pandas.

The large difference in relative importance within the national park group is attributed to differences in various

dimensions. When the four-level structure is adopted, the overall difference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evels rather than the differences within each level, suggesting that the four-level structure is suitable

for national park group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level. In the four- level structure, the

first level includes the Source of the Yangtze River, Mount Everest, Giant Pandas, Selincuo-Puruogangri, and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Parks at this level have the highest ecosystem uniqueness, biodiversity, aesthetic

value, and naturalness, and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Group. The second-level includes Pamirs, Brahmaputra Grand Canyon, Sacred Mountain and Holy Lake, Qilian

Mountains, the Source of the Lancang River, and Kunlun Mountains- Hoh Xil. Parks at this level have high

ecosystem uniqueness, biodiversity, aesthetic value, and naturalness, and should be further optimiz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Qinghai- 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Group. The third- level includes Pudacuo, Daocheng

Yading, Ruoergai, and Zanda Earth Forest. Parks at this level have moderate ecosystem uniqueness and

biodiversity, and should be characteristically develop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Group. The fourth- level includes Yadan, Gongga Mountain, West Tianshan, Dulong River-Three Parallel

Rivers, Zari Mountain, and Haixi Salt Lake. Parks at this level have lower ecosystem uniqueness, biodiversity,

aesthetic value, and naturalness, and should be given significant suppor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onal Park Group.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national park group structure theory and offers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s of national park groups.

Keywords: national park group; hierarchy; multi-criteria analysis; Qinghai-Tibet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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